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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蓓

摘  要：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地图是交通航路的指南，也是了解彼此最直观和便捷的途径。16
世纪，伴随西方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中国地图和地理书籍通过军事人员、商人、使节、传教士传入

欧洲。它们在欧洲的传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葡萄牙、西班牙对中国的军事征服政策和商业往来，

也揭示了中国与欧洲文明早期交往中的不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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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宋黎明：《中国地图：罗明坚和利玛窦》，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
第 3期，第 112—119页；汪前进：《卜弥格〈中国地图集〉研究》，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 4期，第 37—58页；张西
平：《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在西方汉学史上的重要贡献》，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 1期，第 120—128页。

③	李孝聪：《欧洲所藏中国古地图》，载《中国测绘》1997年第 6期，第 45—48页；黄时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
本、图形和内容》，载《中国测绘》2009年第 6期，第 62—69页；周运中：《16世纪西方地图的中国沿海地名考》，载《历
史地理》2013年第 2期，第 336—348页；林梅村：《〈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
图〉名实辩》，载《文物》2013年第 9期，第 64—82页；张西平：《欧洲传教士绘制的第一份中国地图》，载《史学史研究》
2014年第 1期，第 104—110页；［美］唐纳德·拉克（Donald F. Lach）著，李颖译：《16世纪欧洲所见中国地图的流变》，
载《国际汉学》2015年第 2期，第 105—108页等。

地图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往往被视为国家的

秘密，地图在东西方文明碰撞和交流史上曾起到

非同寻常的情报作用。16世纪初，伴随葡萄牙、
西班牙开发新航路，在发现中国、试图征服中国

的过程中，中国的舆图与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关于中国地图与 18世纪以前
欧洲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者的着

眼点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讨论最为积极的是，

西方人如何通过中国地图获得对当时中国地情及

各类知识的认知；①其次是研究传教士与中国地图

的关系；②还有一部分是考证中国地图在欧洲的编

绘及存藏情况。③本文旨在揭示 16世纪中国地图

和地理图籍传入欧洲的过程，分析它们在欧洲传

播的价值和影响，借以提示中国与欧洲文明早期

交往中的不同认知。

一、中国地图传入葡萄牙考

葡萄牙是首个开辟欧洲到东方新航路的国

家。1511年，葡萄牙舰队占领马六甲，这个明
朝的藩属国由此成为葡萄牙与中国交涉的一个媒

介。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葡萄牙国王曼

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1469—1521）派遣费
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1523）率船队从里斯本远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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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就是“发现孟加拉湾及中国”①。1517年 9月，
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携同首位葡

萄牙使臣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抵达广州。
中国与葡萄牙的正式交往由此开始，中国地图在

此背景下开始西行之旅。

据目前的文献记载，最早传入葡萄牙的中国

地图是费尔南·安德拉德携往里斯本的。1517年
8月 15日，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到达

广东东莞，9月底，抵达广州城下。10月底，使
臣多默·皮列士一行 7人进入广州城。1518年
3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派船北上

福建漳州，船长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在漳州外海滞留了半年。1520年 7
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返回葡萄牙，

受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多次接见，他所提供的情

报使曼努埃尔一世决心对往返中国的航行实行国

王垄断，将商业船队的季节性往来改为持久性贸

易。随后，葡萄牙舰队与明朝水师在广东一带海

域先后发生两次海战，均以失败告终，葡萄牙国

王企图武装征服中国之梦破灭。

葡萄牙史学家巴洛斯（João de Barros）所著
《亚洲旬年史》（Decadas Da Asia）第三卷中，记
录了两次中葡武装冲突。此卷出版于 1563年，并
称史料依据来自“费尔隆·伯列士（即费尔南·佩

雷斯·德·安德拉德）在此提供的情报”。②巴洛

斯 1533—1567年任几内亚暨印度事务府总监，
这是一个负责接受东方国家献给国王礼品的机

构，一切来自远东的资料、情报、书籍、地图和

报告均需送到这里存档。因职务之便，巴洛斯掌

握了大量关于东方的一手文献，他凭此得以完成

四卷本的《亚洲旬年史》。巴洛斯从费尔南·佩雷

斯·德·安德拉德带回来的中国地理图籍中获得

关于中国的信息，他对书中一幅绘有一道城墙的

①	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一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 页。

②	《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一》，载［葡］巴洛斯、［西］艾斯加兰蒂等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

国》，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 35页。

③	同上，第 27页。
④	李孝聪：《传世 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载刘迎胜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
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 182页。

⑤	参见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3年。

⑥	［法］伯希和编，［日］高田时雄校订补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 94页；
［美］唐纳德·F.拉赫著，刘绯、温飚译：《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39页。

地图感到十分惊羡：“这道墙绘在由中国人自己制

作的一张该国土地的地图上，其中所有的山、河、

城、镇的名字，用他们的文字标出，为此我们从

那里找来一个中国人把它们译出来，同时让他翻

译我们得到的几本他们的书。”③这幅绘有城墙的

地图出自哪一部中国地理书籍，它通过何种渠道

传入葡萄牙，以下将对此做一考证。

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当时主

要在广州和漳州两地沿海活动。明代刻书集中于

南北直隶、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福建建阳自

宋以来即是中国最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广州是

明代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书籍货源主要来自建

阳，也因此成为建阳书坊书籍销往越南、日本等

国的交易地。李孝聪认为：“从现存海内外的明朝

刻本地图还发现，明代地图的民间刻本多出自闽

省，这恐怕与福建省从南宋以来刻书业的发达不

无关系。” “此外，福建是中国明朝出海远洋贸易
的出发地，一些闽版舆图之绘制的目的也许是为

了外销。”④传入里斯本的地图和书籍源于建阳刻

本的可能性最大。

这一时期建阳所刻的涉及地理内容的书籍

有四种：成化十四年（1478）刘廷宾刻印《新编
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四十卷、弘治九年

（1496）詹氏进德精舍刻印《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
林广记》十二卷、弘治十六年（1503）建阳张好
等刻印《大明兴化府志》五十四卷、弘治十八年

（1505）建阳刘弘毅慎独书斋刻印明李贤等奉敕纂
修《大明一统志》九十卷。⑤其中两种《事林广

记》属于日用百科型的民间类书，没有附刻地图，

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地理书籍。《纂图增新群书类要

事林广记》其中一个版本在 1514年之前被葡萄牙
人获得并送到了罗马教廷，从教廷现存的两册残

本中，并未发现带有城墙的地图。⑥《大明兴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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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没有巴洛斯所述的地理信息，且兴化府在

漳州东北，其时葡萄牙人尚未到达此地。以上三

种书均可以排除。

根据巴洛斯的描述，那幅地图上的城墙“始

自西方一座叫作嘉峪（Ochioy）的城池”，这座城
位于两座高山之间，“像是当地的山口和门户”，

城墙一直向东延伸，“达到东海滨的海角”，据

说是中国为了防御鞑靼而修筑的。很显然，这

道城墙就是中国的长城。那幅地图还标列了明

朝两京（京师、南京）十三省的位置，“各省有

二百四十四座大城，都以府（Fu）的音节作结尾，
意义是城市”。①检《大明一统志》，在第一卷卷首

绘有《皇明大一统地理之图》，各省位置、重要

城市均标绘于图上，图之北部，长城的位置标注

十分醒目。“长城之外，按‘外夷’地区标示，与

周边大小诸国图例相同，另在各省之首还绘有本

省区的《山川大势图》《州县鳞次图》，其中《山西

州县鳞次图》《北直隶州县鳞次图》《陕西州县鳞次

图》等地图上，长城画得也十分突出。”②《大明一统

志》是明朝官修地理总志，通过比照发现，巴洛斯

书中叙述的中国地理信息与《大明一统志》卷首

地图的内容十分吻合，刻印时间与费尔南·佩雷

斯·德·拉德尔德第一次来华时间相近。因活动范

围限于广州城及其附近，他在广州获得《大明一

统志》的可能性较大。1520年，他返回葡萄牙并
谒见国王，将《大明一统志》中卷首绘有地图的

部分献给了国王。从巴洛斯所言“我们得到几本

他们的书”可知，葡萄牙人只是将《大明一统志》

的其中几卷带到了葡萄牙，并非全部 90卷。

二、西班牙获得的中国地图及其影响

在与葡萄牙争夺海外东方殖民地的过程中，

西班牙为了获得去往东方的地理信息和地图，曾

寻找各种途径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中通过葡萄

牙人是一条捷径。1564年，黎牙实比（Miguel 

①	《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一》，载［葡］巴洛斯、［西］艾斯加兰蒂等著，何高济译：《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

国中华帝国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 27—28页。

②	管彦波：《明清史地图籍中的长城图像》，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 5期，第 53—54页。

③	［英］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42—43页。

④	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一卷，第 137页。

⑤	［英］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18页。

Lopez de Legazpi）得到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1527—1598）的指令，在与葡萄牙人搞好关
系的同时，要努力“去发现他们在航海中使用的

海图（cartas de marear），如果不能得到几幅，哪
怕用钱买也成，至少要弄到一幅复制品”，“如果

发生战斗，西班牙获胜，那就应格外小心地取得

葡人的地图”。③ 1565年，黎牙实比率远征军登
陆菲律宾宿务岛（Cebu），在此建立了第一个菲
律宾殖民基地，并从葡萄牙人安东尼奥·龙博

（António Rombo）手里见到了一张海图。“西班
牙人如获至宝，因为通过这张地图可以找到前往

中国和日本的航线以及所有菲律宾的航线，因此

出高价买下了这张地图”。④西班牙征服菲律宾的

目的是为了获得香料及黄金，但由于菲律宾群岛

没有大量的贵重香料支撑殖民统治，驻菲律宾的

王家财政监督安德烈斯·密朗达奥拉（Andre’s de 
Mirandaola）和传教士都认为应当放弃这里，去
征服真正富庶的“中国、琉球、爪哇和日本”⑤，

军事征服中国的议题被再次提起。西班牙由此面

临两种战略选择：一是南下香料群岛（The Spice 
Islands，今称马鲁古群岛〔Moluccas Islands〕）与
葡萄牙继续争夺香料贸易生意；一是北上开辟与

中国的新贸易，西班牙选择了后者。1571年，黎
牙实比攻占马尼拉，作为西属菲律宾首府，成为

首任菲律宾总督，迅速将菲律宾群岛北部殖民地

化。他认为马尼拉是最理想的，可作为和“日本、

中国、爪哇、婆罗洲、摩鹿加及新几内亚”做生

意的中心地点，可以南下香料群岛，北上中国和

日本，还可以渡过太平洋航行到美洲。

为了征服中国，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直接

与中国人交流所获取情报的可靠性更大。1571年
4月，黎牙实比率领船队进攻马尼拉，途经民都
洛岛附近时，赎出了因沉船失事而落入当地土著

手中的 50名中国商人，并将他们送回中国，意图
借助这些商人打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黎牙实比

提出欢迎中国商人再次来菲律宾经商，并想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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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传教士随同他们前往中国，“以便与中国皇帝签

订《和平和永久友好条约》”。①中国商人拒绝了

派传教士随行的请求，因为没有特许证书，传教

士不得进入中国境内，但他们答应设法从福建省

官员那里取得一份。中国商人给黎牙实比画了一

张从广东到宁波的海岸草图，这幅手绘草图“是

他们当着我的面画的，没有用罗盘，也没有高度

和度数”。②1572年 8月 11日，黎牙实比在他去
世前几日，写信向墨西哥总督汇报了自占领马尼

拉以来所搜集到的中国情报，特别提到了那张中

国商人手绘的从广东到宁波的海岸草图，但未对

草图的具体内容进行描述。实际上，正是这批商

人促成了西班牙与中国的大帆船贸易。1573年 7
月，两艘满载中国商品的大帆船离开马尼拉，先

后驶抵墨西哥的阿尔普尔科港（Acapulco），一部
分商品在墨西哥销售，一部分则转运到西班牙。

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之间横跨太平洋

和大西洋的多边贸易自此开通。

接任黎牙实比的菲律宾总督基多·德·拉维

查理士（Guido de Lavezaris）也是主张军事征服
中国的殖民首领。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拉维

查理士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了一幅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福建金沙书院重刻的《古今形胜之图》。
他抛弃黎牙实比拟定的“沿中国和鞑靼海岸做探

索航行，再从那里取道北美返回墨西哥的计划”，

而是与驻菲律宾的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

达（Martin de Rada，中文名为“马力陈”）等制
订军事征服中国的计划。为了获得国王的支持和

批准，1574年 7月，拉维查理士将一幅手绘吕宋

①	帕斯特尔斯《塞维利亚西印度档案中现存菲岛文献总汇》（P.Pastells, Cata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en el Archivo de 
Indias Sevilla第 1卷），转引自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 71页。

②	［英］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19页。

③	曹婉如、郑锡煌、任金城：《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的开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 3卷第 4期，第 346—354
页。据李毓中考证，“中国译员”为林必秀和陈辉然，详见李毓中：《“建构”中国：西班牙人 1574年所获〈古今形胜之
图〉研究》，载姚京明、郝雨凡主编：《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2014年，第 190—208页。

④	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 72页。

⑤	金国平：《关于西班牙藏〈古今形胜之图〉作者的新认识》，载金国平：《澳门学：探赜与汇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第 57—71页。

⑥	敖文祯撰：《辟荔山房藏稿》第 6卷《塘湖甘公传》，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之《集部·别集类》第 135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203页。

⑦	徐晓望：《林希元、喻时及金沙书院〈古今形胜之图〉的刊刻》，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3期，第 76页。

⑧	朱鉴秋、陈佳荣、钱江、谭广濂：《中外交通古地图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 110页。

岛地图、一幅“中国海岸的手抄地图”及《古今

形胜之图》寄给菲利普二世。拉维查理士在信中

说，将这幅图上部分中文说明翻译成西班牙文，

“是请中国译员在一位懂汉字的修道士的协助下

完成的”，③并在信中强调中国的“山川形势尽在

此书中”。④这封信和地图直到 1575年 8月 15日
才抵达马德里，现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a）
印度总档案馆。

《古今形胜之图》全图纵 115厘米，横 100厘
米，木刻墨印设色。左下角长条框内刻有“嘉靖

岁次乙卯孟冬金沙书院重刻”字样。据金国平 ⑤

考证，此图绘制作者为甘宫。明人文集中有记载：

“塘湖甘公宫者虔之，信丰人也，字宗奇，其先徙

自丹阳，家于邑之水东坊，遂为水东着姓。……

凡所经历名山大川，开徼险易，随笔橐记。足所

不到，则必周访而博识之。退而订之往牒，参以

时务，作《九边图说》、《古今形胜图》。”⑥此图是

以《大明一统志》为依据和底本绘制刻印的，是

为了儒生研习历史、掌握天下地理形势和古今军

事要地之用，属于历史地理图和全国形势地图。

全图有文字注记 150多条，如注福州条为“宋端
宗避元即位此”，漳州条为“贾似道死木棉庵此”

等，对图中地名作历史沿革和形势总结的标记。⑦

《古今形胜之图》“以明中期两京十三省为中心，

兼绘周边地区，其范围东至朝鲜、日本、琉球，

西至撒马尔罕、哈烈、大食，南至爪哇、浡泥、

缅甸，北至和宁、玥山及鞑靼诸部”，⑧是一幅内

容较为详尽的明代全国疆域地图。

《古今形胜之图》被认为是至今存世的、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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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欧洲的一幅中国疆域全图，它的西传至少产

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它使西班牙国王及

决策者对中国地理和疆域有了全面、直观的了解

和认识。16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基
本为葡萄牙王室所垄断。葡萄牙人最早了解并在

地图上显示的仅限于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

海地区，直到 1561年，在巴尔托洛梅乌·维利乌

（Bartolomeu Velho）绘制的亚洲地图上，才显示
出中国北部有一道长城。①1568年，葡萄牙制图
家瓦兹·多拉多（Vaz Dourado）绘制的世界地图
集中出现了与中国接壤的高丽，以及日本，但却

将中国仅分为两个省：广东和宁波，这一错误一

直保持到 1575年的修订版。《古今形胜之图》的
传入让西班牙首次明晰了中国在亚洲大陆的位置

以及各省的分布，可以由此推断出中国的整体规

模，包括疆域大小和人口数量等信息。通过此图，

西班牙人乃至欧洲人重新构建了其所认知的中国

和东亚世界。

其次，从某种程度上促使菲利普二世搁置了

征服中国的计划。1574年 11月，中国海盗林风
进攻马尼拉，拉维查理士答应协助明朝把总王望

高剿灭林风，王望高同意回国时邀同西班牙“使

节”到福建，商议传教和通商事宜。1575年 6月
12日，西班牙以传教士马力陈等 4人为使团，随
王望高抵达福建。马力陈是西班牙最早鼓吹军事

征服中国的人，早在 1569年 7月 8日，他在给
墨西哥总督的信中写到，“华人不善打仗，全靠

人多势众和墙上的堡垒”，“因此，我相信，在上

帝的保佑下，不需要多少人，很容易将他们征

服”。②在福建停留的两个多月里，马力陈获得了

大量中国情报，使得驻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更加坚

定了军事征服中国的决心。1576年 6月 7日，新
上任不到一年的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德·桑德

（Francisco de Sande）在给国王的信中谈到，他已

①	［美］唐纳德·拉克（Donald F. Lach）著，李颖译：《16世纪欧洲所见中国地图的流变》，载《国际汉学》2015年第 2期，
第 106页。

②	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粹（15—16世纪）》，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258页。

③	［英］C.R.博克舍编，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26页。

④	金国平、吴志良：《欧洲首幅中国地图的作者、绘制背景及年代》，载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澳门成人教

育学会，2004年，第 319页。

⑤	黄时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载《中国测绘》2009年第 6期，第 65页。

掌握了中国的地图、航海图以及记载中国国情的

各类图书，假如再加上日本和菲律宾援军的支持，

西班牙只需派一支两三千人的远征军就可以征服

中国。但在已经看到过《古今形胜之图》的菲利

普二世眼里，对于人口只有几百万的西班牙而言，

要征服一个纬度跨度与整个欧洲差不多的帝国，

显然力不从心。1577年 4月 29日，菲利普二世
回信指示桑德：“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

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

国人的友谊。”③

最后，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提供了参考。

《古今形胜之图》传入西班牙后，欧洲出版了第

一幅单独的中国地图。1584年，这幅中国地图
（“CHINEA”译为《中国新图》）首次刊印于奥
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拉丁文版的地图集
《坤舆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由
葡萄牙的制图师路易斯·若尔热·德·巴尔布达

（Luiz Jorge de Barbuda）制作完成。巴尔布达制
图时参考了巴洛斯、杜拉特·巴尔博萨（Duarte 
Barbosa）、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安德
里亚·科尔萨利（Andrea Corsali）、埃斯卡兰特
（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著述和耶稣会士的信
件，与此前欧洲人绘制的地图相比，《中国新图》

是欧洲第一幅显示中国所有“十五个”省、内陆

城镇的位置和完整内陆边疆的地图。1583年 1月，
巴尔布达成为菲利普二世的御用制图师，“因而有

可能接触西班牙所拥有的一切图籍资料”④，即他

参考了包括《古今形胜之图》在内的、1575年从
菲律宾寄到西班牙的中国地图和地理书籍。对比

两幅地图可以发现，《中国新图》标出了明代两京

十三省的名称，地名用大小不同的罗马字母标注，

“大字的一等标的是两京十三省，小字的二等标

的是府或府以下的州县”⑤，所绘各省及辽东半岛、

长城的位置与《古今形胜之图》大体相同。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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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巴洛斯、埃斯卡兰特均不清楚中国十五个

省的具体位置。①《中国新图》的最西端（上方）

画有一个内陆湖，这个湖即为“星宿海”，图中没

有标明，只是标注了“Lacus（湖）”。在《古今形
胜之图》的西方也画有星宿海，并被涂为黄色，

表明是黄河之源。以上种种，可看出二者之间的

对应和参考关系。这幅地图面世之后，立即成为

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原型，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地

理知识的传播。

三、耶稣会士与中国地图的制作及传播

16世纪晚期，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 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进入中国，在传入近代科学知识、介绍中
国到欧洲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地图和地理书籍带

到了欧洲。

1583年 9月 10日，罗明坚和利玛窦应肇庆
知府王泮之召再抵肇庆，王泮准许他们在此传教。

利玛窦在其肇庆住所挂出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

世界地图，引起当地士子和王泮的兴趣，王泮恳

请利玛窦将其译成汉文。利玛窦敏锐地意识到，

地图是拉近与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沟通距离最便

捷、最直观的媒介。在以王泮为代表的官员和知

识分子眼里，中国也有类似的地图，包括十五个

省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岛屿，这就是“整个世界”，

“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

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不大一样，简直是不可能

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做出更好的判

断”。②这是中西天下观的初次相遇，它们所含的

信息几乎是未来中国和西方认识对方的基点，中

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和周边就是整个世界，而西

方则认为中国仅仅是世界东方的一部分。当中国

人认识到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时，其自信

①	［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二册，第 371页。

②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80页。

③	［意］利玛窦著，文铮译：《利玛窦书信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 43页。

④	同上，第 50页。利玛窦在 1585年 10月 20日致阿夸维瓦神父的信中说：“去年我寄去的一幅世界地图，是用中文标注
的，尽管还有些错漏之处，可知府还是命我付梓印刷了。”

⑤	P.M. d’Elia，“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 – 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转引自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5页。

心开始失衡；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仅仅是世界一部

分，却因不能进入中国传播自己的信仰而失落。

自 1584年 9月始，利玛窦着手绘制中文版的
世界地图，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将中国画在了

地图的中央。他在 11月 30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
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的
信中报告，他完成了一幅“文字、比例尺、时间

和名称都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世界地图。“尽管地

图上有很多错误，在欧洲是不足一观的，但无论

如何我觉得神父您看到用中文刊印的地图也会欣

喜”。对于这幅世界地图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利玛

窦显得非常自信：“您可知道，他们对这幅地图钟

爱有加，以至于知府将此图的印版保存在自己的

府中，唯恐被他人卖掉，而他本人则把地图作为

礼物赠给中国重要的人物。”③这幅地图用雕版刊

印，中文名称为《山海舆地图》，这是中国第一幅

近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1584年底，利玛窦
将这幅地图寄给了阿夸维瓦神父。④时任远东耶稣

会监会司铎的范礼安“也曾于 1585年将两幅地图
寄往欧洲”⑤，但都不知下落。

耶稣会首任会长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
1491—1556）从一开始就要求耶稣会成员与他保
持通信联系，成员之间也要有定期的书信联系，

报告外方传教工作的进展情况。所有信件一式三

份，通过三条不同的线路寄往罗马。罗耀拉在罗

马成立一个办公机构，专门负责与远方的传教士

通信、筛选信件、编辑和翻译信件，并将这些信

件以手抄和印制方式在欧洲传播。耶稣会这一严

密正规的情报工作系统，给罗马教会和欧洲源源

不断地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远东的信件，

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地的信件都汇聚到印度

果阿（Goa），再由果阿发往葡萄牙的科英布拉
（Coimbra），分拣整理后再送往罗马。另一份副本
则直接送往马六甲，由那里转至欧洲。还有一条

线路是从菲律宾、日本到墨西哥经大西洋至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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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和范礼安的信件及所寄的图籍正是沿着这

些路线，按照这一情报系统要求而寄送的。

遵从耶稣会的信息情报制度，利玛窦在南昌、

南京、北京绘制和刊刻的世界地图也都寄往罗马。

1595年 6月，利玛窦在南昌绘制了世界地图，其
刊刻本的中文名称是《舆地山海全图》，也寄到了

罗马。他在 1596年 10月 12日给一位耶稣会神父
的信中写道：“我随此信寄去一幅三十一度日晷的

拓片。我还做了两三个地球仪，现在我又在绘制

世界地图，很快便能印制，大概明年就能寄给您

几幅。”①在李之藻的支持下，利玛窦对原来的中

文世界地图再次修订，1602年秋绘出《坤舆万国
全图》并刊刻。1603年 8月，利玛窦应李应试之
请刊刻《两仪玄览图》。1604年，冯应京在北京
刊刻利玛窦所绘的《世界舆地两小图》，这几份地

图都寄往了罗马。利玛窦在致耶稣会多维科·马

赛里（Ludovico Maselli）神父的信中说：“不知我
寄往罗马的那些世界地图是否已经到了您手中，

这些地图是在北京刊刻的，已在中国广泛流传，

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②除了罗马耶稣会总部，

利玛窦还将在北京印刷的世界地图寄给了他在意

大利的父亲。利玛窦寄往欧洲的地图留存至今的

极少，就目前所见，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有 1602
年李之藻木板刻印六屏幅组成的完整的《坤舆万

国全图》两件，均为耶稣会士从中国寄回梵蒂冈

或带往欧洲的。原法国巴黎耶稣会克莱芒学院

（Couege de Clermont）藏有 1602年原版《坤舆万
国全图》，1991年曾出现在拍卖目录中，现在下
落不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天文台藏有两条屏

幅《坤舆万国全图》，与梵蒂冈藏图相同，上面印

有耶稣会印章，这两处所藏地图同样是耶稣会士

携往欧洲的。③

如果说利玛窦是绘制中文世界地图的第一人，

罗明坚则是继巴尔布达之后，根据中国地图和资

料绘制西文中国地图的又一人。1583年，罗明坚
和利玛窦在肇庆搜集了 10本中国地理书籍，计划

①	［意］利玛窦著，文铮译：《利玛窦书信集》，第 184页。

②	同上，第 220页。

③	参考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九章“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和收藏情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④	［意］利玛窦著，文铮译：《利玛窦书信集》，第 32页。

⑤	转引自宋黎明：《中国地图：罗明坚与利玛窦》，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 3期，第 116页。

以此为根据绘制西文中国地图。利玛窦在 1583年
10月 13日的信中说：“目前我还不能把以我们的
方式绘制的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寄给您，但我希

望天主能保佑我尽快完成这些地图，到那时您在

什么地方，我都要将地图寄给您。那样，您将能

清晰地看到所有这些省市的样子。”④罗明坚年长

利玛窦 9岁，在肇庆开教和传教、绘制中国地图
等活动应是在罗明坚主导下进行的。

随信寄送之外，耶稣会士还将地图随身带回

欧洲。1588年 12月 20日，罗明坚奉范礼安之命
返回罗马，商请教皇委派专使前往北京觐见明朝

皇帝，期望他允准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罗明坚随

身携带了在广东肇庆、澳门搜集的中国地图和资

料，以及他在中国撰写并印刷的书籍和绘制的中

国地图。这是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绘

制的地图又一次集中进入欧洲。

1589年 9月 13日，罗明坚抵达里斯本，觐
见红衣主教阿尔伯特·达·奥地利（Cardinale D’ 
Austria），献给他一本中国地图集。其后，他前往
马德里谒见菲利普二世，向国王“呈送了一幅由多

个印刷部分拼接的完整中国地图”。1590年 12月，
新教皇格列高利十四世（Gregory ）召见了罗

明坚，并收下了他献上的论说、地图。论说应是罗

明坚所著《天主圣教实录》，今藏于罗马国家图书

馆，在书的封面上有罗明坚的题签，中央还有竖排

书写的“仁仪礼知信”五个汉字及拼音。汉字是罗

明坚带回罗马帮助制图的助手——一位中国人书

写的，在罗明坚后来绘制的中国地图草稿上，也出

现过这个中国人的笔迹。⑤罗明坚献给教皇的一册

中国地图（descrittione della Cina）是“一幅由多张
印刷小图组成的地图”，今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可以推断，这些印刷版地图是罗明坚返回欧洲前在

澳门临时刻印的，他献给红衣主教和菲利普二世的

也是这一印刷版的中国地图。罗明坚当时带回的中

文书籍也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桑松（N.Sanson 
d’Abbervulle）提到罗明坚带到欧洲的四卷中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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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著作，其中包括罗洪先的《广舆图》，这是一部

明代流传甚广的刻本地图集。①

在 16世纪中西地图交流史上，最应提及的是
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后，继续花费十多年心血绘制

的《中国地图集》。他在家乡那不勒斯的诺拉总院

（Collegio di Nola）和沙勒诺公学（Saleno）一边
从事神职工作，一边撰写《中国差会情况汇报》，

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和《天主圣教实录》

等书籍，更多的精力是绘制《中国地图集》。直

至 1606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完成《中国地
图集》的编制工作。《中国地图集》是欧洲最早的

一部绘有中国各省情况的综合性地图集。由 33幅
地图组成，每一幅地图均有拉丁文说明，详细呈

现和描述了“大明国”两京十三省的自然和行政

地理，包括府、州、县的行政位置距离，物产及

军事力量（卫、所）的分布等情况。它并未采取

欧洲制图学的地图投影法，而是采用中国地图传

统的“计里画方”方法绘制，为欧洲制图学提供

了另一个视角。罗明坚对每一个省、府、县、卫、

所进行了距离上的详细标注，特别标明了土产和

粮食，这一地图集是 16世纪欧洲所拥有的关于中
国地理最准确的信息情报。汪前进 ②认为，《中国

地图集》的文字说明主要参考的是《大明一统文

武诸司衙门官制》——一部明代官修的官制资料

和各省地理图籍，版本为万历十四年（1586）刊
刻、陶承庆校正、叶时用增补之宝善堂五卷本，

它“收有罗洪先《广舆图》，又增九边、四夷、辽

东三图，并九边叙，四夷国名”③，与前文所述桑

松提到罗明坚带回的中文地理著作中有《广舆图》

相吻合。结合学者们近年的研究，可以做出推断，

罗明坚绘制《中国地图集》时充分利用了他带回

欧洲的中文资料，包括各种地图和地理、人文记

载，《广舆图》和《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

均为其重要的参考资料。1596年，罗明坚也曾重
返罗马，为耶稣会罗马总院绘制了一册精美的中

国地图集。

①	转引自宋黎明：《中国地图：罗明坚与利玛窦》，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 3期，第 115页。

②	汪前进：《罗明坚编绘〈中国地图集〉所依据中文原始资料新探》，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 3期，第 123页。

③	罗明坚著，金国平译：《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之萨安东：《罗明坚在欧洲》，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

局，2013年，第 13页。

④	同上，第 17页。

罗明坚退居家乡后，他所撰写的《中国差会

情况汇报》、用拉丁文翻译中国的“四书”等文稿

均未正式印刷出版。所幸的是，他的手稿流传至

今，分藏在意大利国家档案馆（中国地图手稿）、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拉丁文《天主圣教实录》和

地图）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葡汉字典和笔记等）。

《中国地图集》一直藏于意大利国家档案馆，直

到 1987年才被发现，并“经罗·萨多（Eugenio 
Lo Sardo）博士从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转写，以《罗
明坚中国地图集》（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I.）为书名，由意大利国家铸币及官
印局——意大利国家书局于 1993年首次出版”。④

尽管罗明坚没能完成让教皇选派使节出使中国的

使命，但他作为传播中国地图和地理知识的使者，

无疑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16世纪中国地图向欧洲的传播呈
现出不同的面向。葡萄牙、西班牙对中国地图的

搜求主要是基于军事和商业情报的需要，其所获

取的既有零星的手绘航线图、中国海岸草图，也

有大型的明朝地理志书和疆域全图。后者大大增

进了西方对中国幅员和国情的认知，这种认知不

仅改变了葡、西两国海外征服计划的方向，也在

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地理行政区划

的错误和模糊印象，并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提

供了参考。而以利玛窦、罗明坚为代表的耶稣会

士在进入中国后不久，便意识到地图在传教活动

中的媒介作用，他们利用地图与明朝政府官员达

成某种知识和观念的交换与交流，因此获得更多

的传教便利。无论是利玛窦按照中国习惯重新制

作的中文世界地图，还是罗明坚参照中国地图和

地理书籍绘制的拉丁文中国地图，都在有意或无

意间，将中国更准确地嵌入到世界地理空间的坐

标体系中，使二者之间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这

些地图通过耶稣会专门的书信寄送渠道传播到欧

洲，它们的旅行给后世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变化和

影响，却是传播者从未曾预知的。

（周蓓：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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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ews of Caballero and those of his most famous Jesuit opponent Niccolò Longobardo, and his approach to 

“Matteo Ricci’s line” in his later period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reveal that among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on Chinese rites, there were not only obvious conflicts and criticisms, but also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erminology and theological writ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acculturation policy, theological 

writing in Chinese

The Spread of Maps of China in Europe in the 16th Century
Zhou Be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maps are a guide for transportation 

routes and also the most direct and convenient way of understanding each culture. In the 16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and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West, maps of China and geography books were 

introduced into Europe via military personnel, businessmen, envoys, and missionaries. The spread of the maps in 

Europe not only affected the policies of military conquest of Portugal and Spain and their commercial exchanges 

with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revealed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ir early 

interactions.

Key words: maps of China, Portugal, Spain, Jesuits

Connecting China and Europe: A New Study of the Life of Shen Fuzong
Zhao Jing & Shi Weidong

Abstract: Shen Fuzong (Michael Xin) was a Chinese who, with the Flemish Jesuit missionary Philippe 

Couplet, visited Europ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visit to Europe, h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Sino-European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his in-depth communication with European royal families and culture 

scholars. Through the materials of Shen and the Flemish Jesuit François de Rougemont in European collections, it 

is found that in Shen’s early life, he was an altar boy and attendant for de Rougemont, who was doing missionary 

work in Changshu. After the death of Rougemont, Shen was an assistant of Philippe Couplet. He was from a 

lower-class family, not from a family of famous doctors. Before going to Europe, he received a sporadic parochial 

education and had a certain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Chinese, but he was never given a formal and systematic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Shen Fuzong (Michael Xin), François de Rougemont, Philippe Couplet, the Account Book of 

François de Rougemont in Changshu

Sino-Japanese Academic Interaction in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Li Wuwei & Zhou Shiyao

Abstract: Kaizuka Shigeki and Shirakawa Shizuka each wrote a histor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trying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in an objective and panoramic way without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country and region. They stood, however, in the position of Japanese scholars and invisibly 

established a Japanized awarenes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ronze inscriptions studies. Shirakawa Shizuka 

thought that Guo Moruo’s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wit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wa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theory of the “morphological style” of the Shang and Zhou bronzeware in Hamada Kosaku’s 


